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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工业政策重新兴起的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应用积累的经验知识和基于证据的
政策制定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此外，它还提供了亚洲历史发展策略的全面概述，
并提出了这些策略应如何适应未来挑战和机遇的见解。

实现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产业政策 1

Abstract: 这篇论文强调了需要制定针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重新调整的工业战略，这些
地区通过工业化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建议的战略强调将数字化整合到工业和发展的
政策中，以促进创新。

1 这篇论文基于ERIA和日本经济基金会于2022财年联合开展的项目“关于疫情后复苏及亚洲
可持续发展新策略的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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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2021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1. Introduction

名义 GDP 分享
国家 / 地区

美国
欧洲联盟
中国
Japan
东盟
印度
Others
世界

 Newly工业化的经济体（NIEs）在亚洲（即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在二战后实
现了显著的经济起飞。世界银行（1993年）将这一现象称为“东亚奇迹”。随后，其他
东盟成员国（AMS，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也纷纷效仿；这些A
MS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新调整了政策，从进口替代转向依赖外国资本并促进出口
。如今，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驱动力，并成为全球增长中心。2020年，东盟、中国
、日本和印度合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30%（见表1）。从这些趋势
来看，可以几乎确定未来全球经济重心将进一步向亚洲转移。

尽管亚洲历史上经济增长强劲，该地区现在面临着重大挑战。首先，COVID-19疫情
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首次被报告，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在2020年和2021年陷入
衰退。疫情还加剧了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以及国内
的经济差距（即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此外，全球
经济不确定性正在增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第二，2022年2月爆发的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突显了地缘政治风险。这种地缘政治不
稳定引发了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担忧。

东盟 = 东南亚国家联盟，GDP = 国内生产总值。注：名义GDP根据美国当前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https://www.imf.org/en/Public
ations/SPROLLs/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访问日期：2024年12月13日）
。

（ 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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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源短缺和物流中断导致的通货膨胀。第三，经济安全问题在加剧的地缘政治风
险背景下受到讨论。中美贸易战不仅增加了两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还加速了它们
经济的脱钩。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如何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
即如何确保稀缺资源、重新制定全球生产网络以及保护关键技术）。这可能会影响依
赖中美两国贸易和投资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AMS国家。

第四，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如人工智能（AI）、大数据和机器人技术，同时引发了
更广泛的产业和技术转型，这一过程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4IR），并在疫情期间
得到了加速。预计4IR将提升生产率和技术创新，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
然而，与此同时，它也创造了重新技能培训被自动化取代的工人以及培育利用这些新
技术机会的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性。

AMS已经达到了必须追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代表
的停滞状态。确实，在应对挑战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将使亚洲能够向世界
展示“亚洲发展模式2.0”。他们必须能够通过获取和利用最新的研究发现来调动市场和
产业政策措施的力量。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亚洲最新的问题和各种政策响应，提
出潜在的产业政策，以帮助实现实质性的经济发展。

最后，长期挑战，如气候变化和更广泛的环境破坏不能被忽视。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
节约能源和使用可再生能源来实现去碳化，并学会适当管理气候灾害。转向以循环经
济为重点、注重回收的经济模式至关重要，这一挑战的紧迫性通过海洋塑料废物等问
题得到了突出体现。亚洲许多挑战体现在联合国于2015年采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 2

2 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了社会、经济和环境等17个领域的广泛目标，包括减贫、健康与福祉
、工业和创新、气候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等，旨在到2030年实现这些目标。详见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https://sdgs.un.org/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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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球对产业政策的兴趣与日俱增

2. 产业政策辩论

关于工业政策有效性的辩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以战后日本和东亚的经验
为背景（Johnson, 1982；World Bank, 1993）。随着美国和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倡导市场自由化、去监管化以及小政府
理念，并被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基于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建议，通过市场导向的经济和结构性改革对印度尼西亚、
大韩民国和泰国实施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本文结构如下。第2节回顾了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日益浓厚的全球兴趣中的工业政
策辩论。详细介绍了工业政策的定义、特征和意义，并结合现有实证文献进行了阐述
。第3节展示了亚洲地区考虑数字化的有效发展策略。第4节构建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
框架，第5节则总结并提出了推荐的政策措施方向。

这一部分回顾了公共政策，特别是工业政策中存在的现有问题，特别是在制定发展策
略中政府角色方面。分析了工业政策在实际政策制定和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兴趣，并详
细介绍了相关的重要经济学研究，同时强调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EBPM）的重要
性。

此后 ， 产业政策遭到了全球的无知。 3 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采
取措施扩大特定sector的国内需求（例如，支持环保汽车），并救助私营公司（例如
，通用汽车），以应对意外的外生需求冲击。自此之后，产业政策再次成为解决问题
的方法。

3 有观点认为，美国和欧盟实际上是以发展国家的名义使用了产业政策，并同时坚持华盛顿
共识的原则（Wade, 2014）。在美国的一个非典型案例中，国防部的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局（
DARPA）通过联邦资金支持了许多私营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为互联网和全球定位系统（
GPS）等基础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研发资金的模式也被应用到其他政府部门，如能
源领域（Azoulay et al., 2019）。此外，欧盟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
事实上 出口补贴等产业政策 ， 以发展空客。



sgnCaLN0zhM0AVaMo5LBfjKse0nhnI4hDssafa6skMOlcf87RjL+pJpzhmIvue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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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拜登总统于2021年3月宣布了美国就业计划，该计划是在美中关系紧张的背
景下提出的。该计划包含强大的工业政策要素，包括对交通和公用事业（如道路、港
口和码头、供水系统）的投资，高速宽带，科学和技术的研发（如半导体、高速通信
技术、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以及国内制造业和小型企业。2022年8月，美国国会
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 4 并且，《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Plus）》和《通
胀减少法案》提供了新的资金以促进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并推动能源安全以及抑
制高通胀。

中国于2015年5月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将中国定位为世界制造业强国
。《中国制造2025》确定了10个前沿领域的20个行业（例如，下一代信息技术和节能
及新能源汽车），目标是通过提升竞争力来增加关键产品的国内生产，到2025年实现
这一目标。中国还提出了双循环战略，包括国内和国际双循环，以加强韧性的供应链
、增加国内消费和生产，并促进出口。

受美国和中国的影响，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21年6月提出了《创新与经济及工业政策
》。该政策倡导以使命为导向的产业政策，旨在应对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如数字
化和气候变化。该政策的目标是在市场失效方法之外，通过国家的支持来创造和塑造
市场，这与传统的产业保护措施和简单的结构性改革方法不同。

因此，“工业政策”相关的政策措施是否正在增多？Juhász等人（2022）运用机器学习
方法分析了2009年至2020年间出现在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中的政策相关文本。
根据他们的分析，约25%的文本涉及工业政策，并且自2010年以来这一比例确实有所
增加（见图1）。研究显示，补贴和出口促进措施逐渐取代了进口关税，高收入国家
比低收入国家更可能实施工业政策。相比之下，Evenett等人（2024）发现新兴和发
展中经济体在对进出口商品施加贸易限制方面比发达国家更为倾向于采取行动。他们
的研究还强调了工业政策措施与报复及政治经济因素之间的关联。

4 创建有用的激励措施来生产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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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术界产业政策的复兴

图 1 ： 产业政策的时间趋势

总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份额

注意 ： 本研究检查了全球贸易警报的文本数据库
2009 年和 2020 年使用机器学习方法。
资料来源 ： Juh á sz 等人(2022 年) 。

基于Dimensions科学研究数据平台进行的一项搜索中，选择了“工业政策”作为关键词
、“经济学”作为研究类别、“标题和摘要”作为搜索位置，以及“文章”作为出版类型。搜
索结果显示，从2000年的219条记录增加到2023年的1,635条记录，这表明相关文献
的数量有所增加。

考虑的因素并未与通常用于justify工业政策的市场失灵主流理由明确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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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2000 - 2023 年 “产业政策 ” 搜索次数总数

2.3. Defining Industry Policy

注 ： 以 “产业政策 ” 为关键词 ， 以“ 经济 ” 为研究的搜索点击数
类别 ， “标题和摘要 ” 作为位置 ，“ 文章 ” 作为出版物类型。
来源 ： 作者。

考虑到经济学领域的论文总数也在增长，数据显示，与所有经济学论文相关的被引次
数的比例从2000年的0.9%上升到2023年的1.5%。此外，更多的研究通过显示只有一
篇使用“工业政策”作为关键词的文章发表在了经济学顶级期刊的前五名中，也发现了
相同的趋势。 5 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共发表了8篇相关论文；而在2010年至201
9年间，这一数字增加到8篇（Okazaki, 2020）。工业政策在政策制定中被越来越多
地使用；相应地，学术界对该主题的兴趣也在增长。然而，关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
和南亚地区的工业政策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希望本文能够填补这一空白。

自 2010 年代以来 ， 有关产业政策的英语学术论文大幅增加(图 2) 。

一般来说，关于产业政策的学术研究大致有两种方法（Juhász等，2022）。一种方法
是由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的（例如，Stiglitz, Lin等）。

5 排名前五位的经济期刊是 美国经济评论 , 计量经济学 , 政治经济学杂志 , 经济学季刊 ,
and 经济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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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是发展型国家的观点。战后日本、韩国和台湾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发展，被
用作实施此类工业政策的国家的例子（Johnson, 1982；Amsden, 1989；Haggard, 1
990；Wade, 1990；Chang, 1994；Amsden and Chu, 2003；Kohli, 2004）。这一观
点认为，国家的角色不仅限于解决市场失效问题，还应涵盖经济发展的更大目标，包
括减少贫困和实现可持续性。一些“发展主义者”坚持认为，理想的经济结构应该明确
界定，并且国家应在此过程中发挥更为广泛和关键的作用。具体而言，他们指出一种
以使命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在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承担创新的
风险而非私营企业（Mazzucato, 2013, 2021；Kattel, Dreschsler, Karo, 2022）。这
样的“雄心勃勃”的工业政策将创造新的市场，并决定国家增长的方向。

因此，由于人们对工业政策作用的理解方式多样，尚未形成统一认可的定义。关于工
业政策的界定努力已在学术界和国际组织中持续进行。未来，本文采用经合组织的一
项研究来定义工业政策——即涵盖所有旨在结构性改善国内企业部门绩效的各种工具
（Criscuolo等，2022a）。 6 工业政策可以包括技术政策和支持企业（尤其是初创企
业）的政策，因为其目标是支持工商界。

蒙加, 2013；林, 2014；切里夫和哈桑诺夫, 2019；哈桑诺夫和切里夫, 2019。在他们
看来，当市场在规模经济、公共产品、外部性、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或协调失败
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政府干预是合理的，以纠正资源配置市场的低效率。工业政策的
作用在于通过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来塑造消费者和企业的激励机制，从而提高
社会福利。

工业政策不仅限于制造业领域，还适用于所有商业领域，包括农业和服务业领域。根
据这一广泛定义，即使不是明确标定为工业政策的政策，如果它们有助于提升这些领
域的竞争力，也可以涵盖在内。

6  see Warwick（2013）和Aiginger及Rodrik（2020）有关工业政策更多定义的论述。Rodrik
（2004）将工业政策定义为“有利于更动态活动的一系列重组政策，无论这些活动是否位于制
造业或具体的产品制造领域”。类似地，Rodrik（2008）强调，工业政策的目标是“刺激特定
活动并促进结构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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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注意到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传统上，竞争政策被视为与产业政策
相对立，因为后者可能会严重扭曲市场机制。然而，这两种政策应当得到协调。最近
的研究表明，在适当的竞争政策指导下，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更为有效（Aghion等，
2015）。鉴于竞争政策旨在通过竞争压力提高企业效率和消费者剩余，根据本文的定
义，此政策可以被视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

一些学者甚至更广泛地定义了产业政策。斯蒂格利茨和格林伯格（2013, 2014）认为
，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从促进经济和社会学习的角
度来看，也是产业政策。他们强调，为了防止由于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滞后特性导
致企业、组织和工人积累的学习成果恶化，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应作为产业政策来实施
。然而，财政、金融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通常被用作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措施，并不旨
在对企业的结构性进行改进。因此，在本文中，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属于产业政策的范
畴。

business sector（例如，通过税收减免促进企业在数字化或工业 workforce的人力资
源发展方面的投资）。例如，即使是针对拥有合格学位的软件程序员提供的税收优惠
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工业政策，因为它可以促进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Ma
nelici and Pantea，2021）。根据这里定义的工业政策，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开发主义
者的政策都可以包括在内，因为它们旨在引导结构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政
策不应仅由工业化国家垄断；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空间积极利用工业政策以增强其在
全球范围内的工业竞争力。

Mazzucato (2021) 探索了另一种非常广泛的工业政策视角，涵盖了应对气候变化、疫
情和其他挑战等方面。这种扩展的工业政策定义在当今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值
得一些关注；然而，它并不包括本文狭义上的讨论范围。例如，建立制药供应链以应
对疫情仍然属于卫生保健政策的范畴，并不归类为支持企业部门的工业政策。另一方
面，旨在使农业生产更加高效化的政策则更多地属于农业政策范畴，而不是工业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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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产业政策的意义及其措施

高效可以被视为促进农业部门的产业政策。

 Infant工业保护既是工业政策中具有争议性又常见的措施，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
成员国AMS）在其初期发展阶段积极采用这一措施。该政策假设，在工业发展的过渡
阶段，通过关税壁垒和其他限制暂时限制进口是必要的，直到技术足够先进以实现规
模经济效应（即固定成本降低的效果），以及目标行业产生马歇尔外部性（即正外部
性效应）（Harrison和Rodríguez-Clare, 2010）。然而，人们对其提出了质疑，认为
它偏袒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抑制了公平竞争，并加剧了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难度。
政府保护因此往往导致“扶持失败者”和受保护既得利益行业的寻租行为。例如，尽管
一些发展中成员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试图通过发展重化工业来工业化，但普遍的看
法是，这种婴儿工业保护几乎未能推动工业发展。此外，工业政策措施还可能引发其
他国家的针锋相对的报复性行动（Evenett, 2024；Rotunno和Ruta, 2024）。

技术发展政策也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工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实施。技
术发展具有正外部性，表现为对未参与的技术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这意味着，社会
投资于技术研发的回报率将高于私人投资回报率，导致私人投资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
平。这种正外部性机制被视为政府支持技术研发正当性的理由（Bloom, Van Reenen,
Williams, 2019）。 7  multinational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工业枢纽的建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工业政策价值的争论一直存在。虽然有些人对其有效性表示怀
疑（Krueger, 1993; 1995），但另一些人认为，在实际经济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
因此支持工业政策。从这种观点来看，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并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
政府积极干预是正当合理的，尤其是在各国之间存在竞争的情况下。 事实上 产业政
策。

7 Bloom ， Sankerman 和 Van Reenen(2013) 估计研发投资的社会和私人总回报率分别为 5
5 ％ 和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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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协调失败可以通过政府干预得到缓解的情况下，存在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固
定成本和不确定性并存的行业中，企业可能会因为担心不确定性而避免承担固定成本
从而不进入市场。政府干预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加速新企业的进入（Bolton 和 Farrell
，1990）。在此情况下，采取主动设定行业标准的政策以鼓励企业活动被视为政府的
角色。另外，当制造业活动通过供应链相互联系时，产业政策在处理外部性方面非常
有用（Liu，2019）。因此，AMS仍需设计有效的产业政策，充分利用国际生产网络
和全球价值链，这些网络在亚洲地区得到了加强。

舒马赫尔工业动态论认为，新企业的进入并实现创新和生产率提升可以推动低效现有
企业的退出（Aghion 和 Howitt，1992）。这种“创造性破坏”体现了产业政策在促进资
源合理配置以生成更优工业动态方面的作用。因此，鉴于工业动态的需求，应控制亚
洲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裙带资本主义”，即优先扶持与政府权力有密切关系的企业。
此外，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对私营企业，尤其是微小、中型企业的信贷资源分配效率（
Stiglitz 和 Weiss，1981）。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可能不如私营企业熟悉具
体商业项目，借款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能难以获得资金（Banerjee 和 Duflo
，2005）。鉴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的普遍不完善性，政府通过公共金融机构提供
金融支持以解决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问题是必要的。

然而，工业政策可能由于其强烈倾向于支持特定现有企业而抑制新的进入者。支持少
量企业的政策可能不会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率或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因此，有必要尽
可能将工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结合，以促进工业的动态发展。

已经应用于加速技术转移并为国内私营企业部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包括AMS，
2018）产生外溢效应。尽管研发支持和强化知识产权制度在发达国家很受欢迎，但鉴
于这些国家的研发投资相对较少，政策制定者应给予更多关注（Ambash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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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循证决策

2.5. 横向和纵向(目标) 政策

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经常辩论应采取哪种类型的工业政策，即横向政策还是纵向政策
。术语“目标政策”有时被用来代表纵向政策。担心“政府失败”的经济学家主张采用横向
政策，在这种政策下，通过市场促进和监管改革来发展制度环境。横向政策适用于企
业和行业，而不是扶持特定的企业和行业。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而非发展经济学家
）支持针对特定企业和行业的纵向工业政策（Aghion等，2021）。其中一个理由是技
术发展的路径依赖性。 8 选择性地发展特定企业和部门，在政府推动下取得成效，这
表明即使拥有先进技术（如清洁去碳技术），某些企业也可能因过去的惰性而不愿采
用。政府可能还需要通过激励特定企业来促进其投资，以克服协调失败。尽管工业政
策的作用正在重新评估，简单地将其分为横向和纵向政策，并仅认可其中一种的做法
似乎已显得过时。

工业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工具：（i）对企业内部绩效直接产生影响的工具（例如，
补贴、金融贷款、知识转移和基础设施发展），（ii）对行业动态产生影响的跨框架工
具（例如，发展资本市场和促进劳动力流动、贸易和投资政策），以及（iii）需求侧
工具，这些工具影响商品和服务（例如，产品监管和公共采购）（Criscuolo et al., 20
22a）。 9 关键是根据目标选择合适的乐器或组合。

嵌入EBPM方法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对实际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Banerjee
和Duflo，2012；2019）。EBPM已经扩展到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并且有人主张将其
应用于产业政策。EBPM将经济分析的实证方法应用到政策分析中。世界各地已经开
展了大量的产业政策实证研究。预计在AMS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将依赖EBPM。

8 路径依赖是指达到某一均衡状态（众多可能的均衡状态之一）的道路由背景和历史决定。Q
WERTY键盘就是一个例子。
9 Criscuolo等（2022a）澄清了工业政策和工业战略的概念。他们定义工业战略为一组连贯且
相互关联的政策工具，旨在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例如，绿色转型或人工智能发展），并将
这些策略分为部门导向型、使命导向型、技术导向型和地域导向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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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虽然关于产业政策的文献集中在相关性上

基于围绕经济学发展起来的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 casual inference 经常被用于
政策领域的实证演示。在因果推断中，因果关系与相关性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在衡
量政策干预效果时，证明因果关系至关重要。随机对照试验产生的证据被认为是最高
质量的（Duflo, Glennerster, Kremer, 2008）。在随机对照试验中，政策的对象被随机
分配到处理组或对照组。由于两组在平均特征上除了政策干预外都相同，可以通过测
量结果变量的平均差异来衡量政策干预的因果效应。

EBPM 是政策制定领域的一项近期革命，其中政策工具的选择基于证据。证据的定义
是经过实证验证的政策因果效应。在 EBPM 中，这种证据的存在尤为重要，尤其是在
确定政策工具时。这一概念起源于医学科学，并逐渐扩展到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和开
发政策领域。鉴于 EBPM 在政策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建议在处理公共政策应解决
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时，适当运用证据（即，EBPM 是参与政策制定者的行事模式）。

然而，尽管随机对照试验是一种有效的验证政策效果的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工
业政策的本质原因，随机分配目标对象（如行业、企业或工人）从伦理和实践角度来
看都是困难的。 10 通过工业政策分配治疗组往往会受到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在这
种情况下，更具动力的企业和工人倾向于申请相关政策项目。因此，许多研究都是基
于自然实验和准实验来进行的。 退职 观察数据 ， 使用政策干预中的外生变化。 11 结
构估计和动态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也是通过根据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经济模型校准
结构参数，并估计政策干预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来实现的，这通常是基于与假设情景进
行对比的模拟结果。

10 迪艾顿和卡特赖特（2018）指出随机控制试验的局限性，并强调应将这些试验与其他方法
整合起来，以理解政策干预措施为何有效。
11 因果效应识别方法的兴起，即通过自然实验和准实验来确定因果关系，被称为可信性革命
（Angrist 和 Pischke, 2010）。这些代表性方法包括工具变量方法、回归断点设计、倾向得
分匹配、差额差额法以及合成控制方法。有关这些方法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Angrist 和 Pisch
ke (2009) 及 Cunningham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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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产业政策实证研究综述

然而，自2000年后，工业政策实证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趋势。首先，虽然企业层面的微
观数据分析已经可行，但现在可以通过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来估算工业政策
对全国各行业的效应。其次，研究了将工业政策外生应用于特定地区（即基于地点的
工业政策）的案例，通过比较处理地区与非处理地区的差异来识别因果效应（Bernini 
和 Pellegrini, 2011；Kline 和 Moretti, 2014；Pellegrini 和 Muccigrosso, 2017；Beck
er 等, 2018；Criscuolo 等, 2019）。再次，研究试图从历史事件中提取制度变革的经
济影响。由拿破仑战争期间大陆禁运引发的婴儿工业保护研究（Juhász, 2018）、马
歇尔计划扩展至二战后的意大利（Giorcelli, 2018），以及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制造
业的大规模推动（Lane, 2022）都是此类研究的例子。

研究、新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以及企业绩效管理（EBPM）强调了基于企业层面面板数
据、历史事件和选择性地点政策变化的精确性、因果推断和经济结构。此外，最新文
献促进了对工业政策影响的细腻理解，这种理解基于重新定义的治理理念、更广泛的
政策工具范围以及去工业化现实（Juhász, Lane, Rodrik, 2023）。虽然仅在有坚实证
据时才实施政策是不切实际的，但在未来推动亚洲的工业政策和发展战略时，整合EB
PM的核心要素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子部分基于Lane（2020）描述了工业政策实证研究中的趋势。最早期在2000年
之前的实证研究强调了支持产业和企业的政策措施。然而，大多数研究忽略了由政治
决策等因素引起的选择偏差，这些因素影响了目标产业和企业的选择。因此，工业政
策的效果只能被解释为相关性而非因果效应，这使得评估所讨论的工业政策变得困难
。

大量研究近年来从EBPM的角度对工业政策进行了探讨，使用了多种数据和方法。然
而，本文的目的并非全面回顾所有关于工业政策的经验性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参考Ha
rrison和Rodríguez-Clare（2010）、Lane（2020）、Morikawa（2020）以及Criscul
o等人（2022b）的研究，探讨与发展中经济体相关的垂直和水平工业政策的经验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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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垂直工业政策的一个例子，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微型计算机产业保护政策
禁止进口外国制造的微型计算机，以培养本国产业。然而，在国内微型计算机产业提
高生产效率并降低微型计算机价格的同时，它未能赶上美国的水平；最终，巴西政府
废除了这一政策（Luzio和Greenstein，1995）。与此同时，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将
重点放在重化工和工业活动上；通过支持性政策，它成功地增加了产量和出口，提高
了生产效率，并通过网络效应惠及下游产业（Lane，2022）。这种对供应链中下游企
业的积极影响与现有研究中发现的负面影响形成了对比（Blonigen，2015）。此外，
虽然目标补贴对于年轻的小型企业比大型企业及跨国公司更为有效（Bronzini和Iachin
i，2014），但国际工业分配中的低效率也得到了识别（Kalouptsidi，2017）。

除了针对投资特别是研发（R&D）的补贴和税收优惠外，横向工业政策还包括竞争和
监管改革政策以及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商业环境（即制度条件
）。第一类横向工业政策包括推动结构性变化的重要渠道，这些变化加快了高效率（
低效率）企业的进入（退出）。通过激烈的竞争压力促进新技术和创新的采用，同时
优化资源配置（Aghion等，2005年）。随意保护国内企业和行业免受竞争是不可取的
；必须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协调。在中国进行的研究表明，当补贴和其他形式的
产业政策以目标竞争领域或通过目标促进部门内的竞争的方式实施时，它们的效果会
更好。

尽管有些研究使用外生历史事件发现行业保护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例如Juhász, 201
8），但这类政策的有效性仍存在争议。然而，可以几乎确定的是，仅靠保护并不能
使国内产业具备国际竞争力。至少，在政策制定者设计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时，必须
避免错误的技术偏向，并且需要考虑一个国家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个工业生态系统
。

12 工业政策还针对个体类别，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政策、企业法律、知识产权、标
准、创业以及节能和新能源推广。

和 Juh á sz 等人 (202
3 年)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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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产业政策的宏观经济评估

另一种类型的横向工业政策更适用于希望培育强大产业部门的发展中国家。许多研究
表明，简单的保护性贸易措施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无效作为工业政策。实际上，使用企
业级数据的研究表明，促进自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能够通过进口竞争、中间商品价
格降低、知识溢出以及国内企业的学习效应等因素，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生产率的
提升和创新（Pavcnik, 2002；Javorcik, 2004；Todo and Miyamoto, 2006；Amiti an
d Konings, 2007；Shu and Steinwender, 2019）。 13 有些学者认为，通过跨境知识
溢出动态获得的贸易收益远大于发达国家内部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比较
优势的静态收益（Hsieh等，2019；Hsu、Riezman、Wang，2019）。这些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通过上述渠道促进了国内行业的结构性变化。随着自
由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政策的推进，这些措施将继续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政
策中发挥核心作用。

新的高生产率企业加入，企业的整体生产率得以提升（Aghion等，2015）。其他研究
显示，在没有低效企业退出机制的情况下，对企业的研发支持效果不佳（Acemoglu等
，2018）。关于监管方面，一项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业数据的研究表明，上游
行业中的反竞争监管会导致下游行业的生产率下降，这凸显了推动监管改革的必要性
（Bourlès等，2013）。

宏观经济文献中关于资源配置的研究讨论了产业政策的影响。使用宏观经济模型评估
产业政策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同时考虑宏观经济一般均衡效应，从而进行全面的成本-
效益分析。理想情况下，应同时展示政策效果的统计显著性和定量显著性。

13 虽然观察到在欧盟，企业通过与中国的竞争增加了专利活动、信息技术投资和生产率（Blo
om, Draca, Van Reenen, 2015），但竞争对美国企业的专利活动和研发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
（Autor等，2020）。

宏观经济研究通常表明，由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作为经济增长核心要素的全要素生
产率仍然较低。



 

16 

   

 

    

      

   

 

  

   

   

 

    

 

 

3.    
 

  

    

   

 

    

  

  

   

    

       

   

     

     

 

  

     

     

东盟成员国发展战略与数字化

AMS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实施保护性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该策略通过限制
进口来鼓励国内生产）的情况下经历了增长速率的下滑。认识到这一策略的局限性，
这些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起采用了依赖外国资本、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策略作为其
发展政策的基础。自1990年代以来，它们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例如东盟自由贸易
区和东盟全面投资协议）进一步深化了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整合。2015年，东盟经济
共同体建立以进一步深化经济整合。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在二战后的时期，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的物理资本和
人力资本的显著积累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背景，这一过程主要由工业化和出口扩张驱
动。其他东盟成员国（AMS），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随后也经
历了成功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发展的历史模式被称为“雁行模式”。接下来将考察这
些AMS的发展过程。

克伦（2009）和雷斯特丘亚和罗杰森（2008）得出结论认为，拖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的资源配置低效率是由政策导致的。阿尔瓦雷斯-库拉多和皮涅塔（2009）以及埃斯
特班-佩特尔和萨瓦达（2014）分别通过新古典多部门增长模型研究了马歇尔计划在
二战后欧洲的影响和日本的产业政策，并表明这些政策效果微乎其微。这些研究集中
在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造成的扭曲上，对其实效性提出了质疑。然而，海希和普雷斯
科特（2008）以及埃斯特班-佩特尔和萨瓦达（2014）指出，日本战后的高增长率的
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被消除。这一观察结果强调了促进国内劳动力自由流动
的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包括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如道路和高速铁路）、城市住房开发
和区域工业集群来推动。

东盟近期的工业发展策略基于区域制造业的专业化，主要集中在汽车和电气机械等行
业。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制造过程和任务的国际分工也有所进展，跨国公司积极
参与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贸易。据此，世界上最深的国际生产网络被根据不同AMS发
展阶段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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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东盟工业发展战略

资料来源 ： ERIA (2015) 。

(Figure 3) 因此， individual AMS（东盟成员国）实现了异常显著的经济增长、贫困
减少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不仅通过利用世界上最深的生产网络，还通过发展基
础设施和改善投资环境。东盟及东亚经济研究机构（2015）展示了以发展阶段为基础
的工业化的东盟发展策略。 14

尽管AMS已经实现了稳步的经济发展，它们仍需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
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如泰国）普遍担心，其经济增速可能在长期内停滞在当前的中等
收入水平（或人均GDP），而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14 各种作者详细阐述了增长理念，这些理念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应用。希达尔戈等（20
08）展示了“产品空间”这一概念（即交易产品之间的相关性），解释了为何复杂产品难以在
发展中国家生产。豪斯曼、罗德里克和维拉斯科（2008）提倡使用“增长诊断”的决策树方法
，以帮助识别并消除制约个别国家增长的瓶颈。林（2014）提出了新的结构经济学理论，指
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其潜在的比较优势来生成动态的工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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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计划将现有行业与数字化融合，这被称为数字化转型。2011年，马来西亚在总理
办公室下设立了特别创新单位（Unit Inovasi Khas），与马来西亚创新协会共同在国
家层面整合创新政策。泰国则引入了其 泰国 4.0
倡议于2014年启动，旨在通过培育高附加值产业和超越现有的重工业阶段及对外资本
依赖，将国家转型为发达国家。2021年，泰国推出了生物循环绿色（BCG）经济模式
以进一步支持泰国4.0战略。该模式依托科学、技术与创新，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并创建
可持续的经济体系。此外，印度尼西亚引入了 印度尼西亚 4.0 ， 一个2018年的 roa
dmap。它旨在引入第四次工业革命（4IR），以 revitalise 印尼的制造业部门（例如
：食品加工、纺织、汽车）。

数字转型预计将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数字转型鼓励在任务和人类层面进行劳
动分工，正如国际劳动分工从第二次拆分向第三次拆分转变所见证的那样（Baldwin, 
2016）。这一转变导致了技术、创新和组织的急剧变化。具体来说，从工业化进程中
侧重于逐步改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渐进式创新”转向旨在引入新产品和服务并创造新
市场的“颠覆性创新”。在基于数字转型的颠覆性创新中，以往积累的技术和知识可能
并不重要。因此，跨越式经济发展——即跳过预期的立即发展阶段——成为可能（ER
IA, 2022）。智能手机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在东盟成员国广泛采用智能手机后，线
上购物、电子支付和打车服务等新的商业领域得以开拓，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标准
（Ito, 2020）。

为了实施这些发展策略，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之前详细阐述的经验研究结果，将具体
的产业政策工具纳入发展策略中。在AMS早期发展阶段，产业政策的作用已经得到了
认可，这得益于亚洲显著的增长经验（ADB, 2020）。在当前数字化时代，也需要证
明产业政策如何在更高发展阶段体现和促进工业发展策略的有效性。假设

在未来。当这些中等收入国家（AMS）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地位时，必须制定新的发
展策略，并培育新的高附加值行业，以实现生产率提升和创新（Ambashi,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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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持续经济发展框架

与此同时，正如罗德里克（2004）指出的那样，必须强调工业政策在AMS（新兴市场
国家）相对成功的原因。具体而言，AMS利用了诸如基于结果的竞争促进、明确的政
策目标、日落条款以及有效的执行机制等有利特征（ADB，2020）。此外，长期的发
展愿景和指导方针为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持，这得益于具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能够将
领导人的理念纳入工业政策的强大控制塔；以及高效、以能力为导向的文官政府（Oh
no，2009）。 15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所指出的，工业政策措施应具
有针对性、时限性、成本效益、透明性，并以明确目标为导向，以确保其有效性。AM
S应继续利用支持有效政策制定和实施工业政策的制度框架。然而，影响工业政策选择
的政治力量以及政府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可能会成为“治理约束”（Juhász 和 Lane，20
24）。因此，授予政府过多权力会存在“精英俘获”的风险（即精英阶层获取特权和贪
污）。问责制和透明度、反腐败措施、广泛公民参与工业政策辩论以及治理的其他要
素仍然必要。在日本，由来自产业界、学术界和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的政府咨询委员
会通过信息共享和相互论证与信任，帮助确保了工业政策的治理。

尽管本文已经审查了亚洲工业政策成功的一些合理因素，政策制定者在广泛应用工业
政策时仍应保持谨慎。总体而言，成功的工业政策依赖于各国的具体条件和环境。这
表明工业政策并非总是有效的，因此必须根据每个国家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量身定制
。

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对于发展新行业至关重要，在这些行业中，创新相关的知识溢出效
应显著，工业政策的作用应重新考虑以形成有效的亚洲发展策略。

15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省、韩国经济规划委员会、马来西亚经济规划单位、泰国国家经济和社
会发展委员会以及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局被视为各自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参与者。

在本节中，讨论了亚洲可持续经济发展框架。需要应对的经济挑战包括：（i）数字经
济初创企业，以及（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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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igital Start - Ups

环境问题和灾难。

中小企业占任何国家企业总数和员工总数的大部分；初创企业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
动力。初创企业通过加速市场竞争促使低效企业退出市场（Haltiwanger, Jarmin, Mira
nda, 2013）。此外，它们作为创新的创造者产生了知识溢出效应，这是一种积极的外
部性，其影响体现在邻近地区的其他经济实体的表现得到提升。关于信息技术服务是
否可能成为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存在正反两方面的观点（Aghion等，
2021）。然而，数字化进程已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和增强包容性的
角度引起了对发展中经济体初创企业的广泛关注。

谷歌、苹果、脸书（现为Meta）、亚马逊和微软在美国是成功数字化初创企业的典范
。这一趋势也在亚洲显现，中国的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公司发展壮大，并且它们
在起步时并不需要巨额的初始研发投资。 16 所有所需的是一个数字化服务和对美国
先驱者的创造性模仿（Kimura, Wong, Ambashi, 2019），这具有颠覆性创新的潜力
。例如，在印尼，Gojek和Grab在拼车市场激烈竞争，复制了Uber的商业模式。印尼
的拼车服务通过补充城市交通提高了消费者福利，并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数字
初创企业在通过扩大就业来减少贫困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不容忽视。此外，伴随CO
VID-19疫情而来的封锁措施意外地推动了国家经济向数字化转型，并增加了业务交易
和就业的社会包容性。

数字初创企业依赖于私营企业的原创性和创新性——这是政府无法直接创造的属性。
相反，政府必须专注于ハード和软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相关制度环境，这些环境能够
使数字初创企业在市场上自由活动而不会遇到任何困难。例如，高速互联网服务，如
5G，是促进此类活动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数字初创企业依赖于私营企业的原创性和创
新性——这是政府无法直接创造的属性。相反，政府必须专注于硬和软基础设施的发
展以及相关制度环境，这些环境能够使数字初创企业在市场上自由活动而不会遇到任
何困难。例如，高速互联网服务，如5G，是促进此类活动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16  Indonesian年龄段为18至64岁且是新兴企业家或新企业的所有者经理的人口占比在2018
年为9.6%，马来西亚在2017年的比例为21.6%，菲律宾在2015年的比例为17.2%，泰国在20
18年的比例为19.7%，越南在2017年的比例为23.3%——均高于日本在2021年的6.3%（Glob
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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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环境问题和灾害

数字初创企业和平台的显著增长已经明确了工业挑战。这些平台具有规模经济、网络
外部性和显著的市场力量特征。主导玩家往往利用数据、制造创新壁垒，并从事反竞
争行为，这引发了对垄断效应的担忧，如不公正定价和损害消费者福利的商品和服务
销售（Tirole, 2023）。此外，由于数字企业收集的数据可能包括个人数据，因此必须
从隐私保护的角度妥善管理这些数据。为数字初创公司工作的零工工人经常被迫承受
不稳定收入，并受到不利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即使在发达国家，如果他们与数字企业
之间没有雇佣关系，通常也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

尽管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数字初创企业寄予厚望，同时建立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体系
以使本土企业能够充分利用数字化的潜力也至关重要。促进数字初创企业的工业政策
应采取更为普惠的方法，以惠及更广泛的创业群体。

远程技术与物联网在生产线上应用的同时，必须继续发展传统的硬基础设施，如公路
、铁路等。如果没有这样的硬基础设施，无论电子商务接受度多高，都无法将实物商
品送达消费者手中。此外，提升数字化初创企业的服务质量需要促进软基础设施的发
展，例如金融科技和电子支付方法。

环境问题是一种市场失败，其中必要的商品和服务未由市场提供以最大化社会福利。
例如，伴随商业活动产生的空气和水污染会产生负面外部性，威胁健康。在这种情况
下，政府可以通过限制过度的商业活动来最大化社会福利。

这些担忧表明，在促进数字初创企业和平台时，政府必须建立适当的法规和制度框架
，以应对反垄断执法、数据治理、公平竞争以及消费者和劳动保护等问题。此外，全
球范围内数字企业的税收问题是一个重要议题，导致了对国际协调的呼吁。AMS也应
该在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国际论坛上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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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灾害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灾害往往在基础设施较弱的
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的破坏，例如1991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爆发、2004年印度尼西
亚的地震和海啸以及2008年袭击缅甸的热带气旋纳尔吉斯。然而，预防和减轻灾害的
努力经常受到市场失灵的干扰。尽管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对岛屿和沿海地区构成了淹没
威胁，但由于公共物品提供的免费搭车问题，通过市场力量提供适当的防洪墙、堤坝
和其他必要基础设施仍然非常困难。当灾难发生时，确保和维持生命线（如电力和供
水）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私人保险市场对灾害造成的损失提供的赔偿有限，保险市
场非常不完整。

因此，工业政策对环境问题和灾害管理是否相关？根据本文对工业政策的一般定义，
旨在通过发展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属于这一范畴。为
此，有必要建立一种机制，激励企业开发环境和能源技术，并确保这些技术能够在市
场上顺利运行。鉴于企业所使用的技术路径依赖性，有时需要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措施
以替代高碳、污染的技术为低碳、清洁的技术（Aghion等，2016）。除了碳税之外，
研发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建立知识产权和金融市场以促进清洁技术转型的政策都是可
行的选择。政府为清洁技术采购制定的公共采购政策也可以预期会产生吸引私人投资
和资金的效果（即“撬动效应”），并鼓励私营企业率先开发新技术原型，作为技术创
新的第一步（Howell，2017）。

通过补贴和税收（即庇古式补贴和税收）或直接监管来减少污染。对于其他环境问题
，则存在“公地悲剧”所体现的社会困境，即由于过度使用，公共资源如森林和渔业场
所面临枯竭的问题。有时，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给予相关方产权以适当
管理这些资源。

提供企业灾害保险是利用市场机制应对灾害管理的另一种方式。在大多数金融市场监
管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建立这种保险方面提供支持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其初
期阶段。应对环境问题和灾害主要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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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clusion

尽管世界面临各种挑战，亚洲作为快速成长和不断增加考验的前沿地区，必须向世界
呈现一个新的发展策略。 . 
AMS需要平衡市场和政策力量，从而为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一种新颖的应用。本文希望
通过对相关讨论的阐述，满足这种期望，实现该地区乃至更广泛区域内的可持续经济
发展。

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在环境问题和灾害管理等领域直接应对市场失灵，并通过工业政策
介入以发展相关技术并建立相应市场。在这些挑战面前，政府似乎可以在特定市场和
技术领域应用垂直的工业政策。

在本文中，强调了制定新的策略以推动亚洲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性。政策制定者
和研究人员应当重新考虑工业政策的作用，将其作为加强企业部门和转变经济结构的
工具。

 empirical 知识关于产业政策进行了实证审查，确认了基于证据导向政策制定（EBPM
）的显著需求。同时，还研究了亚洲地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战略历史，
以及未来如何通过产业政策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数字化应被纳入发展战略中。

通过发展这类未充分开发的市场，政府可以通过工业政策在私有企业中推动市场创造
和塑造（Mazzucato, 201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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